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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敦煌结束吐蕃统治后不久的大中五年， 悟真率领使团入京奏事， 并在长安与京师大德及

诸朝官相互作诗酬答唱和， 这组唱和诗收录于 《悟真受牒及两街大德赠答诗合钞》 之中。 《合钞》 中

悟真所写的阙题诗四首反映了张氏政权三次遣使入京的情况； 酬答诗所见悟真使团的进贡行为， 彰显

了张氏政权循序渐进的政治诉求； 悟真的出使开启了归义军与唐王朝之间宗教交往的先例， 使得宗教

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双方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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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真的创作与生平， 敦煌遗书中留存了不少材料， 加以他在晚唐归义军时期突出的

政治地位与卓越的文学成就， 就成为敦煌学者着重研究的对象。 陈祚龙 《悟真的生平

与著作》①， 续华 《悟真事迹初探》②， 伏俊琏 《唐代敦煌高僧悟真入长安事考略》③， 集

中于悟真事迹的研究； 齐陈骏、 寒沁 《河西都僧统唐悟真作品和见载文献系年》， 徐志

斌 《 〈河西都僧统唐悟真作品和见载文献系年〉 补四则》④， 集中于悟真作品的研究；
张先堂 《敦煌写本 〈悟真与京僧、 朝官酬赠诗〉 新校》⑤， 集中于赠答诗的文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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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军设立前夕敦煌和长安僧界的一次文学交往———悟真和长安两街高僧酬答》①， 王庆

卫 《新出唐代张淮澄墓志所见归义军史事考》②， 钟书林 《敦煌遗书 Ｓ ４６５４ 〈赠悟真等

法师诗抄〉 探赜———兼论光复后的敦煌与大唐中央政权的微妙关系》③， 关注到归义军

张氏政权与唐朝的佛教交流。 但是， 关于他在大中五年 （８５１） 率领宗教使团出使京师

一事， 以及与京师大德所作之赠答诗合钞， 都还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 悟真所率宗教使

团上贡图籍与奏疏， 展示了敦煌的风采， 为其后张议潭使团在政治诉求、 人际关系等方

面的处理做了良好铺垫。 悟真出使是臻于极盛的敦煌佛教对世俗政权干预的结果， 同时

也打开了唐归双方宗教往来的局面。 宗教交往既使唐归双方在佛教典籍注疏上可以互通

有无， 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双方矛盾的润滑作用。

一、 《阙题四首》 所见张氏政权的三次遣使入京

徐俊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 所录 《悟真受牒及两街大德赠答诗合钞》 中收有 《阙
题四首》， 原抄写于 Ｓ ４６５４Ｖ， 又见于 Ｐ ３６４５Ｖ， 因第一首诗与悟真回赠京师大德的答

诗 《悟真辄成韵句》 前四句相同， 故被认为同属悟真所作， 四诗如下：
　 　 敦煌昔日旧时人， 虏丑隔绝不复亲。 明王感化四夷浄， 不动干戈万里新。

重云缭绕拱丹霄， 圣上临轩问百寮。 龙沙没落问年岁， 笺疏犹言忆本朝。
表奏明君入紫微， 便交西使诏书进。 初霑圣泽愁肠散， 不对天颜誓不归。
龙沙西尽隔恩波， 太保奉诏出京华。 英才堂堂六尺貌， 口如江海决悬河。④

这四首阙题诗的背景和内容， 学术界众说纷纭。 徐俊认为 “内容均涉及奉诏入朝，
面谒龙须， 与大中五年悟真赴长安献款有关”。 颜延亮抓住 “太保奉诏出京华” 一句认

为 “张氏归义军时期称 ‘太保’ 者仅张议潮一人， 其称 ‘太保’ 的时间在 ８７２ 年以

后”⑤。 黄征、 张涌泉认为 “张议潮归阙不返后， 张淮深皆袭其叔父之职称， 亦可称太

保”⑥。 然而我们考察张议潮与张淮深行迹， 与诸说并不相合。 张议潮咸通八年 （８６７）
应召入朝留居京师， 直至咸通十三年 （８７２） 去世， 没有 “奉诏出京华” 之举。 而且张

议潮是卒于长安而非归阙不返之时被诏赐 “太保”， 故张淮深 “袭其叔父之职称” 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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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妥。 因此 “太保” 既非张议潮亦非张淮深。 我们认为， 诗中 “太保” 当指张议潭。
一方面， 张议潭确有 “奉诏出京华” 的经历， 大中五年五月悟真入朝后， 七月张议潮

又遣兄议潭入京， 并获封归义军节度使、 十一州观察使和检校吏部尚书等职。 而由

《张淮深碑》 所载大中七年 （８５３） 张议潭入长安为质不归可知， 这一次张议潭应顺利

回到了敦煌， 故 “太保奉诏出京华” 应指张议潭带着诏书离开京师一事。 另一方面，
虽然张议潭从未曾获封 “太保” 一职， 但一直以来归义军统治阶层内部对唐朝的分封

职衔并不严格遵从。 比如由 《张议潮变文》 可知， 在大中十二年 （８５８） 或此后不久，
张议潮未获朝廷分封便自称仆射， 还在辖境内自称河西节度使①。 悟真在 《五更转兼十

二时序》 中也称张议潮为 “尚书河西节度”， 且自称 “京城临坛供奉大德”， 而 “供
奉” 二字很可能是其为了提高名望而妄加的②， 故而此诗中悟真以 “太保” 称张议潭也

是符合情理的。
如果以 “太保” 为张议潭作为基点分析这组诗， 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组诗是以时间

顺序描写大中五年前后张议潮三次遣使入京的情况。 第一首诗描述的是沙州敦煌被吐蕃

攻陷后， 与唐王朝一度中断了联系， 但在明王感化下又复归唐朝怀抱， 迎来新的天地，
此诗所述收复沙州一事， 也正是张议潮遣使入京的起因。 第二首诗则从皇帝的视角出

发， 言沙州虽沦陷多年却仍一心向唐， 由 “龙沙没落问年岁， 笺疏犹言忆本朝” 可推

断这应是沙州没落后第一次向唐王朝上奏笺疏。 结合敦煌文献和史书记载可知首批沙州

使团当是大中二年 （８４８） 张议潮收复瓜、 沙二州后随即派出的高进达等人组成的报捷

使团， 其在大中五年年初才到达长安， 故这首诗实际描述的应是高进达使团初到京师上

表归顺之事。 第三首诗云 “初霑圣泽愁肠散”， 当是指沙州张氏政权第一次接受唐朝皇

帝封赏之事， 据 《资治通鉴》 唐宣宗大中五年记载： “春， 正月， 壬戌， 天德军奏摄沙

州刺史张义潮遣使来降。 ……以义潮为沙州防御使。”③ 诗中 “表奏明君入紫微， 便交

西使诏书进” 的诏书， 当即指分封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的诏书。 诗歌的前三句描述的

是首批高进达使团的情况， 而末句 “不对天颜誓不归” 则是悟真作为第二批宗教使团

首领所立下的誓言。 这首诗表达了悟真在得知首批使团的情况后倍感鼓舞， 定要得见天

颜、 完成使命的决心。 第四首诗描述的则是以张议潭为首的第三批沙州使团奉诏出京之

事。 该组诗由第一首的沙州收复拉开序幕， 涉及到了三批先后达到长安的沙州使团。 由

叙述的顺序参证归义军使入朝的事实以及 《通鉴》 等书的记载， 可以推测这组诗的创

作时间应当在大中五年张议潭离开京师后不久。 也许是因为内容表达有所重叠， 创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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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又相近， 故悟真会将 《 悟真辄成韵句》 的前四句借作为四首诗的第一首。
近来也有学者认为 《 悟真辄成韵句》 并非悟真所撰， 原题 《赠沙州僧法和悟

真辄成韵句》 不应被拆分成 《赠沙州僧法和》 和 《 悟真辄成韵句》 两首， 而当为

《赠沙州僧都法禾上 （和尚） 悟真辄成韵句》， 是一首京僧朝官写给悟真的赠诗①。 其

论述的理据是该诗与其他酬唱组诗有颇多相似之处， 似乎遵循着同一种套路和模式创作

而成， 故当为京僧朝官所作。 我们认为， 这一论辨尚难成立。 因为该组诗在遣词用句上

与多位高僧的赠诗相呼应， 恰恰说明在诸位高僧赠诗之后， 悟真即兴创作了这首十分应

景的答诗。 全诗叙述敦煌地区陷于吐蕃后重归唐朝， 景象焕然一新， 悟真自己不辞万里

入京面圣之事， 十分符合敦煌地区献款输诚的主题。 倘若该诗是京僧朝官酬唱所作， 就

对与该诗有四句重合的四首阙题诗的由来难以解释， 更何况京僧朝官也不会用朝廷并未

分封的 “太保” 一职称呼张议潭。
同样出自张氏政权所派赴长安使者之手的诗歌还有两首， 这里一并参照论证。 其中

一首阙题诗与上文所述四首阙题诗同抄于 Ｐ ３６４５Ｖ， 诗云：“远涉风沙路几千， 暮 （沐）
恩传命玉皆 （阶） 前。 墙阴藿意初潮 （朝） 日， 磵底松心近对天。”② 究其诗意， 该诗

与四首阙题诗一样表达了使者远赴京师、 一心向唐的主题。 此诗前两句点明了诗人的身

份应是沙洲使臣， 而 “墙阴藿意初朝日” 一句， 言生长于墙角阴暗处的藿叶第一次朝

向太阳， 以喻沙州人民对唐王朝的忠诚倾慕， 由 “初” 字可知该诗作者应是张议潮派

出的最初几批使团成员之一。 而该诗的叙述表达又与多首合钞中的大德赠诗相类， 比如

宗茝的 “沙漠关河路几程， 师能献土远输诚”③， 以及景导的 “明日玉阶辞圣主， 恩光

西迈送书回”④。 所以虽然该诗未被徐俊收录于 《悟真受牒及两街大德赠答诗合钞》 中，
但与 《 悟真辄成韵句》 一样， 很可能也是一首创作于那次诗歌酬答活动的答诗。
另一首阙题诗见载于浙敦 １１７ （浙博 ０９２） 号残片， 诗云： “□□ （帝） 临轩运万机，
神伏中天定四夷。 遐迩咸欢□ （朝） 凤阙， 兆人辐凑向龙墀。 敦煌深塞加新宠， 廓外

荆棘总光辉。 圣泽远临天下静， 鸿恩频降赐天□ （威）。”⑤ 从内容来看， 该诗与悟真所

写诗歌以及上首阙题诗主旨大体相近， 颂扬了圣主安定四夷、 恩泽敦煌的功德， 同时充

满着崇敬感激之情， 故应当也是大中年间归义军使团成员之作。 而其中 “临轩” “四
夷” “凤阙” “圣泽” 等词在 《合钞》 中也屡有出现， 句式表达同样相类， 故不排除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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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亦是创作于同期的可能。

二、 赠答诗与悟真使团进贡行为的考察

悟真的 《阙题四首》 描述了张氏政权三次遣使入京的情况， 其中悟真使团与其他

两批使团相比， 究竟扮演着何种政治角色， 又发挥着怎样的政治作用呢？ 答案应该从其

进贡行为中寻找。 而令人遗憾的是， 传世史书中鲜有对悟真此次出使情况的记载， 我们

只能从悟真与京僧的这些赠答诗中考察其进贡行为。
首先， 针对杨宝玉、 吴丽娱提出的悟真向朝廷奉献佛教经论的观点①， 我们略有质

疑。 两位先生根据建初 《感圣皇之化有燉煌都法师悟真上人持疏来朝因成四韵》 诗题

以及诗中 “鼓舞千年圣， 车书万里同。 褐衣持献疏， 不战四夷空”② 的诗句， 认为悟真

进献的是敦煌保存的佛经注疏， 而我们认为此诗中的 “疏” 应该是奏疏。 悟真出使京

师之时， 正值会昌法难之后唐宣宗大力恢复佛法之际， 如果他持佛经来献， 应在当时造

成较大的轰动影响， 但是除了建初一诗提及献疏之外， 别的大德赠诗都只字未提此事，
有些不合情理。 再据 《大宋僧史略》 卷下 “赐僧紫衣” 条记载悟真入奏之事并未提及

其进献佛经注疏， 而对比同条关于咸通四年 （８６３） 西凉僧法信进 《百法论疏》 一事就

有明确的记载。③ 《旧唐书·懿宗纪》 中也有咸通七年 （８６６） 沙州僧昙延进 《大乘百

法门明论》 的记载。④ 可见当时朝廷及后世史书对沙州僧向唐廷进献佛经注疏都是极为

重视的， 这也说明悟真所进者并非经疏。 在唐代， 向朝廷所进之 “疏” 大多是 “奏
疏”， 属于奏议类文体的一种， 其特点是围绕中心、 分条陈事。 Ｐ ３７７０Ｖ 《僧悟真改补

充沙州释门义学都法师牒》 记载此事道： “入京奏事， 为国赤心。 面对龙颜， 申论展

效。”⑤ Ｐ ４６６０ 《河西都僧统唐悟真邈真赞并序》 也有类似的表述： “入京奏事， 履践

丹墀。 升阶进策， 献烈宏规。”⑥ 这些都说明悟真在上朝面君时为了沙州张氏政权能获

得朝廷的接纳和支持曾侃侃而谈、 建言献策。 因此， 我们认为建初诗中的 “疏” 指的

是悟真对未来双方关系出谋划策的奏疏。 除了奏疏之外， 悟真使团还进献了何物呢？ 宗

茝 《七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二首·其一》 云： “沙漠关河路几程， 师能献土远输诚。” 在

古代， “献土” 很有可能指的便是献上地图， 因为地图是非常重要的军事资料， 献地图

就相当于将疆土拱手让人， 所以悟真使团为表忠诚很可能进献了河西地图。 此外， 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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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赠真法师》 云： “远国观光来佛使， 边庭贡籍入王宫。”① 诗中所言 “边庭贡籍”
应当指的就是贡献沙州等地的户籍， 献户籍相当于献百姓， 同样表达了诚心归顺之意。
上贡地图、 户籍是一个有着很强政治属性的行为， 足以证明悟真一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

宗教交流使团， 而是承担着重要的政治任务。
将悟真使团的上贡之物与其前后两批使团进行对比， 就可以看出悟真使团进贡所发

挥的政治作用很大， 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张氏政权循序渐进的政治诉求。 关于高进达使团

所献之物， 《新唐书·吐蕃传下》 记载： “沙州首领张义潮奉瓜、 沙、 伊、 肃、 甘等十

一州地图以献。”② 在大中二年 （８４８） 张议潮派遣高进达等人赴京报捷之时， 仅收复了

瓜、 沙二州， 但第一批使团为表归顺却奉十一州地图以献唐廷， 这一方面说明张议潮献

图的象征意义远高于其实际意义， 另一方面也表明其在未来经略河西的意图。 不过， 此

次出使仅为张议潮取得了沙州防御使的头衔。 第二批悟真使团在进献地图的基础上还加

上了户籍与奏疏。 此时张议潮已收复瓜、 沙、 甘、 肃、 伊五州， 以户籍来献可见张议潮

对河西地区已掌控日深。 而将地图、 户籍一并上贡则可视为一种更加正式的投诚行为，
且上献奏疏可知张议潮对未来的河西经营有着较为长远的规划。 此次遣使入京张议潮在

展示自己实力的同时也向唐廷表达了十足的诚意。 第三批张议潭使团进献之物大部分史

书都笼统地记载为十一州户口， 唯 《唐会要》 记载有所不同： “大中五年七月， 刺史张

义潮遣兄义潭将天宝陇西道图经、 户籍来献， 举州归顺。”③ 天宝年间的陇西道含陇右、
河西二道， 据 《元和郡县图志》 记载下辖共 ２１ 州④， 新旧 《唐书》 虽略有出入， 但所

载下辖范围均远大于十一州。 比之前两批使团， 张议潭使团规格更高， 图谋也更大， 进

献之物也应有所不同。 悟真使团已经上贡了十一州图籍， 张议潭使团似乎不应与之相重

合， 而以天宝陇西旧图上献， 则可见其收复河陇失地、 重现天宝辉煌的抱负决心， 以及

谋求河西节度使一职的愿望。 不过， 分官进爵显然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 张议潭使

团最终争取到的也只是 “归义军节度使” 的旌节， 以及将张议潮从沙州防御使升格为

十一州观察使。 但是在瓜沙境内， 张议潮显然并未严格遵守朝廷的分封， 而是更多地使

用 “河西节度使” 的称号。 三批使团， 规格渐高， 收获渐丰， 悟真使团于其中则起到

了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 既向朝廷进一步展现了张氏政权的实力与诚意， 又为其后张议

潭使团表达更大的政治诉求打下铺垫。
悟真的此次上贡图籍、 奏疏之举可谓非常成功， 不仅获封京城临坛大德并赐紫， 在

长安佛教界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总览京师高僧的赠诗不难发现他们不仅对悟真本人的

博学多识、 兼通儒释赞誉有加， 对悟真的进贡行为也报以很高的评价。 比如宗茝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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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二首·其一》： “沙漠关河路几程， 师能献土远输诚。 因兹却笑宾

獒旅， 史籍徒彰贡赋名。”① “宾獒旅” 典出 《尚书·旅獒》， 指的是古时西戎远国进贡

大犬一事， 诗中将其与悟真不远万里进献河西图籍相比较， 反衬出悟真此举的意义非

凡， 真正值得彪炳史册。 又如栖白 《奉赠河西真法师》 云： “知师远自燉煌至， 艺行兼

通释与儒。 还似法兰趋上国， 仍论博望献新图。 已闻关陇春长在， 更说河湟草不枯。 郡

去五天多少地， 西瞻得见雪山无。”② “法兰趋上国” 用东汉天竺高僧法兰来到洛阳传授

佛法的典故， “博望献新图” 指的是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后向汉武帝汇报西域诸国的情

况。 栖白将悟真出使与法兰传法、 张骞献图相提并论， 是因为悟真此次入京兼具僧人与

使者的双重身份， 他既与京师高僧探讨佛法， 也向唐廷进献河西图籍， 可见栖白所取的

类比对象是极为精切的， 表现了他对悟真的高度赞扬。

三、 悟真使团及其后的唐归宗教交往

从悟真创作的这些赠答诗中可见其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高超的政治素养， 在与京

师大德诗歌唱和之时不卑不亢， 进退有据， 又时刻牢记以张氏政权的利益为先， 确实是

一名优秀的使者。 除此之外， 张氏政权又因何要派遣悟真率领的宗教使团入京奏事呢？
首先， 敦煌是一座受佛教影响极大的城市， 张议潮青少年时期就曾在寺院中跟随高僧法

成学习③。 可能因此机缘， 在其率众起义、 驱逐吐蕃的过程中敦煌佛教界也给予了很大

的支持， 悟真本人在张议潮的逐蕃斗争中就曾随军出征， 立下过汗马功劳。 起义成功

后， 敦煌佛教界势力趋于顶峰， 并进一步参与世俗政权的管理。 张议潮确立了以都僧统

为首的僧官制度， 并任悟真老师洪辩为第一任河西都僧统， 此时僧人在敦煌拥有较为独

立的政治地位。 悟真的此次出使便是奉洪辩之命， 代表的是敦煌的僧官系统， 而朝廷对

洪辩、 悟真二人也给予单独的分封： “洪辩可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 悟真可京城临坛

大德， 仍并赐紫， 余各如故。”④ 故派遣悟真为首的佛教使团出使京师是敦煌佛教界势

力干预世俗政权的结果， 不过他们在出使目的上与高进达、 张议潭使团还是大致相同

的， 都是为了给沙州地区争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其次， 张议潮派遣的第一批使团可能带

来了许多关于唐朝的情报， 使其得以知晓唐朝正处于会昌法难后的佛教复苏期。 在这样

的情况下， 张议潮为了能够顺利求取旌节而派遣悟真使团进京， 可能也有着投好唐廷的

意味， 而悟真也确实在长安为第三批使团的来访打开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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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真的这次出使可谓开创了归义军与唐王朝之间宗教交往的先例， 其后在张氏政权

统治时期双方宗教往来颇为频繁， 比如上文提到的西凉僧法信、 沙州僧昙延向唐廷进献

佛经注疏， 再如 Ｐ ４９６２Ｖ 记载： “准数分析奏文， 陷蕃多年， 经本缺落， 伏乞宣赐， 兼

降宣命， 诏当道在朝。”① 可知张议潮也曾向唐廷求取沙州缺落的经本。 除了这些史籍

或遗书中有明确记载的宗教往来外， 与悟真 《阙题四首》 以及杨庭贯 《谨上沙州专使

持表从化诗一首》 同抄于 Ｐ ３６４５ 的 《莫高窟巡礼题咏诗钞》 似乎也是一起双方宗教往

来的例证。 《莫高窟巡礼题咏诗钞》 含诗五首， 前两首并序无作者署名， 录文如下：
　 　 巡礼仙岩， 经宿届此。 况宕泉圣地， 昔僔公之旧游； 月窟神踪， 倣中天之鹫

岭。 三危峭峻， 映宝阁以当轩； 碧水流泉， 绕金池而泛艳。 中春景气， 犹希彤云，
偶有所思， 裁成短句。

三危极目耸丹霄， 万里 ［□］ 家去且遥。 满眼彤云添塞色， 报恩终不恨征辽。
今日同游上碧天， 手执香积蹈红莲。 灵山初会应相见， 分明收取买花钱。②

从 “巡礼仙岩” 之举以及诗中所用 “香积” “灵山” “买花钱” 等佛教语汇、 典

故， 可以推测作者很可能是一位僧人， “万里 ［□］ 家去且遥” 说明来自于中原地区，
“报恩终不恨征辽” 说明他可能与悟真出使京师一样， 肩负着一定的政治任务， 是为了

报答君恩而来到敦煌的。 诗钞第三、 四首题名 《延锷奉和》， “延锷” 即张延锷， 是张

议潭之子张淮深的第四子， 大顺元年 （８９０） 与其父兄同卒于沙州政变。 最后一首题名

为 《又瑭彦不揆荒无 （芜） 聊申长句五言口号》， “瑭彦” 之名在敦煌文书中多有出

现， 其全名为氾瑭彦， 是敦煌当地的官吏文士。 由此二人作陪， 可见这位僧人地位较

高。 而根据张延锷所写的 “南阳一张应天恩， 石壁题名感圣君” 一联， 也可从一侧面

说明中原僧人可能是奉君命而来， 瑭彦所写 “诸公燃圣烛， 荐福益三台” 则体现出他

的这次陪客游览实是为了公家之事， 故这次宗教交往很可能具有一定的官方性质。 这组

诗钞创作于张淮深执政时期， 此时唐军忙于镇压中原地区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而无暇西

顾， 在河西地区的势力逐渐减弱， 张淮深则在抗击外族的军事战争中取得了一连串的胜

利， 此消彼长之下， 归义军在河西的势力进一步扩大。 从 《张淮深变文》 中唐廷使臣

亲临敦煌加以封赏的行为， 以及 《张淮深造窟功德碑》 中 “五稔三迁， 增封万户。 宠

遇祖先之上， 威加大漠之中”③ 的叙述来看， 这一时期自顾不暇的唐朝对归义军颇为优

待， 这位派往敦煌的高僧可能就是为了表达朝廷的善意而来。 另一方面， 张淮深屡请旌

节不得， 在归义军内部所受质疑与日俱增， 也急需唐朝封授以稳定自己在河西地区名正

言顺的统治地位， 故张延锷对中原高僧也是礼遇有加。 虽然出使方式不同， 但这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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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大中五年悟真出使京师时十分相似， 均为双方各有所求的制衡时期。
那么又是为何在悟真使团之后， 唐归双方的宗教往来一直如此频繁呢？ 首先， 悟真

的此次出使可谓大获成功， 为唐归双方的宗教交往打开了良好的局面。 而这一时期的唐

王朝与沙州地区又都十分信仰佛教， 特别是敦煌本就是一座传统的佛教都市， 即使在吐

蕃统治时期， 敦煌佛教也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发展， 还因此非常幸运地避过了唐武宗的会

昌法难， 故留存有中原地区散佚的佛经注疏。 而唐王朝此时正值法难之后的佛教复兴时

期， 大量早期的佛学经典毁于法难， 故此期唐归双方对佛经注疏的频繁交流正好补充了

唐朝佛教的不足。 其次， 在 “当时唐朝中央政府和藩镇间对立的基本历史背景”① 下，
归义军与唐王朝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但面对外敌环伺、 虎视眈眈的现状，
双方又需要同仇敌忾， 戮力合作， 故而宗教在这一时期就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 一方

面， 归义军随着势力东扩渴望摆脱唐朝的控制， 而唐王朝随着国力衰退对归义军的发展

愈发忌惮， 这就决定了双方明争暗斗的关系实质。 而另一方面， 唐王朝需要借助归义军

掌控河西， 归义军又要扯唐朝的大旗维护统治。 所以当双方互有所求， 关系趋于和缓之

时， 双方对佛教的共同信仰就使得宗教交往成为了一种很好的润滑手段， 避免双方陷入

剑拔弩张的局面。 而从悟真出使的成果来看， 这种宗教交往也起到了不错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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